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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市域单元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布局对拉动消费需求增加、转变城市经济

增长方式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 POI 数据构建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评

价体系，利用变异系数、Theil 指数、ESDA 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 130 个城市生活性服

务业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的整体水平不高，

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上、中、下游 3个地区内部生活性服务业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由

强到弱依次为下游、中游和上游地区。(2)生活性服务业具有显著的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

H-H 和 L-L 集聚类型较为凸显，在空间上表现为“高者恒高、低者恒低”。(3)城市群间和城市

群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水平均具有明显差异，平均水平由大到小依次为长三角、成渝、滇中、长江

中游和黔中城市群，内部差异由强到弱依次为成渝、长江中游、长三角、滇中和黔中城市群。(4)

地区经济发展、城镇化率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和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对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提升具

有积极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能有效带动周边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5)在未来城市发

展过程中，既要积极实行城市更新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提质增效，又要推进生活性服务市场化

改革，畅通各项资源要素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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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深的宏观背景下，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层次上实现服务供给和消费内需的动态平衡，是目前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大战略选择
［1，2］

。生活性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产业新体系的关键环节和重要组成，其质量和结构的优化升

级也成为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和举措
［3，4］

。加

快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尤其是促进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中高端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的提升，既有利于

优化服务供给结构，减少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增强服务供给对消费需求的适应能力，进而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有利于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带动中高端消费和新兴消费模式的发展，促进消费向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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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健康、安全发展，从而实现服务供给和消费需求的协调匹配
［5，6］

。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社会经济发展及人民群众生活密切

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也取得了蓬勃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和吸纳就业的主体产业。据统计，全国服务业增加

值比重从 1978 年的 23.93%上升到 2020 年的 54.5%，生活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的比重也由 35.84%提升

到 51.23%。然而，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资本等资源要素愈加集聚，呈现向大城市和特大城

市单向流动的特点。加之行政管理和政策管控等方面存在的弊端，使得我国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长期处于

不充分和非均衡状态，进而成为阻碍中国城镇化推进的绊脚石。为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对消费结构升级

的促进作用和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引领作用，国务院及相关部门提出了若干政策和意见。2015 年 11 月，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要重点发展需求潜力大、

带动作用强的生活性服务业，进而推动人民生活消费方式由生存型和物质型向发展型和服务型转变。2021

年 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关于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短板上水平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若干意见》指出

要通过加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供给、加快补齐服务场地设施短板、推动服务数字化赋能等方面补齐我国生

活性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短板，从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更是明确指出“要以提升便利度和改善服务体验为导向，推动生活性服

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因此深入分析生活性服务业的地区差异和空间效应，并探讨其发展水平的

影响因素和机制，对于提升生活性服务的共建共治共享水平，缩小区域服务水平的发展差距，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生活性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和城市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改变城市功能布局
［7］

、提高城市空间集约度
［8］

、延缓城市蔓延水平
［9］

，也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10］

、提升城市技术创新的外

溢性
［11］

、有效解决城市服务功能严重不足的问题
［12］

，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其也成为国内外学

者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

部分研究将焦点集中在其概念的界定和分类上
［13，14］

，Grubel 等
［15］

将生活性服务业定义为消费者在私

营市场购买的用于满足个人和家庭需求的服务，并将其分为餐饮住宿、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等行

业;Singelman 等
［16，17］

将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的个人服务和社会服务统称为生活性服务，并根据联合国产业

分类标准(SIC)将其分为餐饮业、旅馆业、文化娱乐业和旅游业等;国内部分学者
［18，19］

参照我国生活性服务

业的分类标准将其划分为居民家庭服务、医疗健康服务、餐饮住宿服务等十余类。总的来说，学术界虽对

生活性服务业的界定和分类标准存在分歧，但基本达成共识，即生活性服务业是满足城市居民生活消费需

求的市场化的服务产品和产业，主要向居民提供生活方面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服务。

目前，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和演变特征方面。研究尺度上，Coffey 等
［20］

利用加拿大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数据从国家层面分析了高端服务业的集聚和扩散模式;于伟等
［21］

从省域层

面分析了北京市 1984 年以来零售业空间分布的阶段性特征;张家旗等
［22］

以郑州市为研究对象，从市域层面

分析了六类生活性服务业的布局模式。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多采用 GIS 分析技术
［23］

、地理集中度
［24］

、基

尼系数
［24］

、核密度估计
［25］

、探索性空间分析
［26］

等方法探究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特征、集聚模式和区

域差异。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科学的发展，兴趣点(POI)数据被广泛应用于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研究中。

例如，王娜等
［26］

基于 POI 数据，研究发现深圳市生活性服务业整体呈现“两核三带”的空间集聚特征;冉

钊等
［18］

利用 POI 数据研究发现长沙市生活性服务业布局整体呈现“一核四轴多极”的特征。部分学者也通

过获取不同类别的 POI 数据从商业
［25］

、零售
［27～29］

、休闲旅游
［30］

、科教文化
［31］

、健康养老
［32］

、体育健身
［33］

等细分行业探究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形式。



此外，部分研究围绕生活性服务业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具体地分为两类:其一，就影响生活性服务业

水平的因素进行探讨。例如，Coffey 等
［34，35］

通过研究发现人口的空间分布和购买力是影响生活性服务业

的重要因素;胡霞等
［36］

从需求角度出发，分析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城市规模、城市化、人口密度等因素对

我国生活性服务业的影响;Haaparanta 等
［37］

则探究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生活性服务业质量的影响。其二，

就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Raeon
［38］

认为商品识别度、交通便捷性、人口流量、汽车

流量等因素是影响零售商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原因;李江苏等
［39］

基于 POI 和问卷调查数据探讨影响郑州市服

务业空间布局的主要原因，结果表明市场需求、交通条件和低价租金是关键影响因素;郭艳萍等
［40］

探讨了

人文社会和自然地理因素对山西省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政府政策和城市化

是影响旅游景区集聚形态和集聚程度的主要原因。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现有学者对生活性服务业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

研究尺度上，现有文献多就单个城市分析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而作为城市服务功能的体现，生活性

服务业在空间上必然伴随着人口、资金等资源要素不断流向大城市和城市群而出现分布不均和分布集聚的

现象，需从更宏观的角度(如市域、省域和城市群尺度)把握我国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格局特征和驱动因素。

(2)研究方法上，随着市场化和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尤其是健康医疗、休闲旅游类的中高

端服务业的服务半径不断扩展，其空间溢出效应亦愈加明显，而现有研究较少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来考察生

活性服务业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交互效应，进而导致对模型的估计存在偏差。(3)作为能较好反映城市生活

性服务业水平的 POI 数据源，学者多将其用于对城市功能结构的研究，不仅缺乏对宏观区域的考察，而且

没有更好地将其用于刻画生活性服务业水平。基于此，本文通过网络爬虫获取长江经济带 130 个城市的 POI

数据，利用熵值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测度和识别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并借助空间

杜宾模型探讨生活性服务业的驱动因素及其空间交互效应，以期对城市治理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提供参

考借鉴。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 130 个城市(包括直辖市、地级市、自治州和省直管市)2017 年的截面数据作为研

究样本，所涉及的数据包括社会经济数据和地理空间数据。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直辖市的统计

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 EPS 数据平台，缺失数据采用加权平均法和趋势外推法补齐。地理空间数据

包括行政边界数据和 POI 数据。其中，各级行政边界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POI 数据通过网

络爬虫在百度地图开放平台获取(https://lbsyun．baidu．com/solutions/fanxing)，其具有信息量大、

位置准确、时效性强的特点，能够较好地反映城市生活性服务业水平。本文通过 ArcGIS 软件平台处理获取

长江经济带内各城市各类型的 POI 数目作为生活性服务业的测度指标。

2.2 研究方法

2.1.1 指标选取与测度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 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为代表的地理空间大数据逐渐兴起，也为研究

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带动了城市研究的革新
［41］

。POI 数据主要为与居民生活密

切相关的数据点，诸如餐馆、商场、学校、医院、公园等。与传统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相比，POI 数据不

仅具有数据体量大，信息覆盖程度高的特点，而且更易获取处理，有效解决了城市研究中的数据获取难、

精度低的问题，能较好的测度并反映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参照《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



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4754-2011)》

和相关文献
［18，19］

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分类标准，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长江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分为以

下类别(表 1)。同时，为了综合评估各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

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利用熵值法
［42］

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并采用多目标加权求和法分别计算各区域的生

活性服务业水平。

表 1长江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
类别

（具体内容）

数量

（个）

占比

(%）
权重

居民餐饮服务 中餐厅、快餐店、糕饼店、咖啡厅、火锅店、茶艺馆等 2581060 18.26 0.10

居民住宿服务 宾馆酒店、青年旅社、经济连锁酒店、星级宾馆、旅馆招

待所等

366254 2.59 0.08

旅游休闲服务 景点、公园、广场、采摘园、度假村、露营地、度假疗养

场所等

118021 0.84 0.11

医疗健康服务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急救中心、疾病预防机构、诊所、

医药销售店等

571535 4.04 0.07

科教文化服务 学校、科技馆、博物馆、会展中心、图书馆、文化宫、天

文馆等

560551 3.97 0.10

居民金融服务 保险公司、财务公司、金融保险机构、银行、证券公司等345289 2.44 0.09

居民家庭服务 汽车维修、彩票销售、美容美发店、摄影冲印、物流速递、

洗衣店等

2792895 19.76 0.10

商业购物服务 购物中心、商场、超市、便民商店、便利店、综合商场、

专卖店等

5923187 41.91 0.08

体育娱乐服务 ktv、电影院、游戏厅、高尔夫球馆、迪厅、酒吧、网球场、

网吧等

326107 2.31 0.11

交通出行服务 汽车站、公交车站、地铁站、停车场等 548319 3.88 0.17

式中:m 为生活性服务业的类别数;servicei 为城市 i 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其值越大，城市生活

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pij 为第 i 城市第 j 项指标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wj 为指标权重。

2.1.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本文引入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42］

框架(exploratory spatial analysis，ESDA)并利用全局空间自相关

和局域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长江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n 为研究单元数量，本文取值为 130;I 和 Ii 分别为全域和局域 Moran’sI

指数，取值范围为［－1，1］;若 Moran’sI 指数显著为正，则表示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或较低)

的区域在空间上较集聚，若 Moran’sI指数显著为负，则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或较低)的区域在空

间上较分散;空间自相关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标准化统计量 Z值进行检验，Z 值＞1.96 或 P＜0.05，表明通过

显著性水平检验，研究对象存在空间自相关;xi和 xj分别表示城市i和城市j的观测值;x表示样本均值;S2

表示样本方差。

2.1.3 变异系数与 Theil 指数

本文采用均值、变异系数和 Theil 指数测度长江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程度。

式中:Cv为变异系数;n为长江经济带内城市数量;ci为第i城市的生活性服务业水平;c为ci的平均值。

变异系数越大表明区域内城市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差异越明显。

Theil 指数是衡量区域差距的重要指标，其不仅能分析地区整体差异，还可以按照区域划分将总体差

异分解为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异，并求得各部分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Theil 指数的计算及其分解公式

如下:

式中:T 为城市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总体差异，其值介于 0～1之间，值越高表示区域整体差异越明显;T



α和 Tβ分别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异;n 为城市总数

量;ns、nz 和 nx 分别为上、中、下游地区城市数;Ti 为城市 i生活性服务业水平与研究区域整体生活性服

务业平均水平的比值;Ts、Tz 和 Tx 分别为上、中、下游地区生活性服务业水平与整体的比值。

2.1.4 空间计量模型

城市生活性服务业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效应，而传统的计量分析方法未将这种空间交互效应纳入到模

型中，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
［43，44］

。因此，本文以城市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分别

构建空间误差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

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包含了误差项之间的交互效应，在模型中加入误差滞后项，

主要描述空间扰动相关。模型计算公式设定为:

空间自回归模型(spatialautoregressivemodel，SAR)包含了内生交互效应，在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

的滞后项，主要描述空间实质相关。模型计算公式设定为:

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既包含内生交互效应又包含外生交互效应，同时考察被解

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空间效应。模型计算公式设定为:

式中:t 表示 2017 年的年份;W 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基于 Rook 法则构建邻接矩阵;λ为空间误差系数;

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θ为解释变量的空间自回归系数;Wuit 为空间误差项;serviceit 为城市的生活性服

务业水平;Wserviceit 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Xit 为解释变量;W×it 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εit

为随机扰动项。

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在参考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34～36，40］

，选取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GDP)、城镇化水平(URB)、居民收入水平(INC)、居民消费水平(CON)、产业结构水平(STRU)、政府财政

支出能力(EXP)、科技创新水平(INOV)和政府行政能力(GOV)作为本文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各变量的

具体说明如下:相较于统计年鉴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夜间灯光数据能更好的反映城市发展水平，本文利用

灯光亮度和像元面积占比所构建的复合灯光指数测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表征地

区城镇化水平;以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利用各市州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刻画居民消

费水平;生活性服务业隶属于第三产业，因此以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度量城市产业结构水平;采用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代表政府财政支出能力;利用专利授权数表征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以固定资产投资额表征政府行

政能力。



3 结果分析

3.1 长江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空间特征

3.1.1 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特征

利用生活性服务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并采用 ArcGIS

软件的自然间断法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其空间分布图(图 1)。(1)长江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程度整体

处于较低水平。2017 年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平均值为 0.1083;其中，发展程度处于中等及以上(参考相关研

究
［45］

，本文以生活性服务业能否满足居民消费和市场需求的水平作为其发展程度是否达到中等及以上的依

据，并将 servicei=0.4 作为划分阈值)水平的城市仅有 6个，占全部城市的比重为 4.62%;发展程度处于中

等以下水平的城市有 124 个，占比 95.38%。

(2)长江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东部沿海地区生活性服务

业整体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平均值为 0.236;西部内陆地区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平均值为 0.078。这与

我国人口东密西疏，经济水平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相似。(3)从各等级城市数量的分布来讲，长江经济

带生活性服务业水平呈“金字塔”型，即高等级城市数量少，低等级城市数量多。第一梯队的城市有上海、

重庆、成都和杭州，主要为四川、浙江的省会及我国两个直辖市;第二梯队的城市有武汉、南京、长沙、昆

明、无锡、苏州、宁波和温州，主要为湖北、江苏、湖南等省的省会和部分沿海地区城市;第三梯队的城市

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下游沿海地区;第四梯队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第五梯队城市主要

分布在长江经济带上游内陆地区。(4)从区域差异来看，上、中、下游三个地区的地区内和地区间生活性服

务业发展差异对长江经济带总体差异的贡献度为地区内大于地区间，说明地区内差异是造成生活性服务业

发展整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时三个地区的 Theil 指数由大到小依次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

表明下游地区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区内差异最大，中游地区次之，上游地区最小(表 2)。



表 2长江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区域差异

区域 Theil 指数
贡献率

（%)

上游地区 0.28 22.19

中游地区 0.32 17.59

下游地区 0.64 34.35

组内 0.40 74.13

组间 0.14 25.87

3.1.2 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关联特征

基于 Rook 邻近规则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 ArcGIS 软件计算长江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

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可得 Moran’sI 值为 0.110(z 值为 2.19，p 值为 0.028)，且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长江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水平具有显著正相关性，领近市域的生活性服务业水平存在空间依赖性，即

生活性服务业水平较高的城市趋于集聚，水平较低的城市亦趋向集中。通过局域 Moran’sI 指数探究长江

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内部空间集聚及差异情况，并借助 ArcGIS 软件绘制 LISA 集聚图(图 2)。分析

可知，H－H 集聚与 L－L 集聚空间趋同特征明显，而 H－L 集聚和 L－H集聚显著性不高。具体地，H－H 集

聚区为本地及其邻近城市生活性服务业水平均较高的区域，主要有上海、苏州、嘉兴和绍兴等市，集中分

布在长三角城市群;长三角作为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在基础设施、市场资源、城乡建设

和生态环保等方面得到持续优化的过程中，其生活性服务业水平也得到了有效提升。L－L集聚区，自身和

周围生活性服务业水平均较低的地区，包括云南省的甘孜、迪庆、丽江、大理、保山、湖北省的仙桃、潜

江、天门和湖南省的怀化等区域，主要为云南省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和部分中部地区城市;这些地区分布在长

江经济带的西部边缘地带，受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交通条件等因素的限制，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东

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此外，由于行政级别和地理位置等原因，使得怀化、仙桃、潜江和天门等市面临着优

质项目工程缺乏和产业发展配套资金短缺的问题，成为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低值集聚区。H－L集聚类型表

示本地生活性服务业水平高而周围区域低，呈现为“中心高，四周低”的空间非均衡分布状态，仅有重庆



属于这一类型;重庆市作为直辖市，城市综合发展水平高，各项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财政支持力度均较周围区

域高，因此其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发展也具有明显优势。L－H集聚类型表示本地生活性服务业水平低而周

围区域高，呈现为“中心低，四周高”的空间非均衡分布状态，四川省的资阳、湖北省的十堰和浙江省的

湖州属于这一类型;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区域核心城市对这些地区的优质资源产生虹吸效应，造成其生活性

服务业发展受限而成为凹陷区。

3.1.3 城市群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差异

利用均值、变异系数、Theil 指数等指标分析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差异，结果如

表 3所示。(1)城市群地区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相较非城市群地区优势明显。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滇

中、黔中五个城市群的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总和为 11.32，占长江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总值的

80.40%;城市群内城市的生活性服务业水平均值为 0.13，而非城市群内城市的生活性服务业水平均值为

0.06。(2)各城市群之间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具有明显差异。从平均水平来看，长三角、长江中游、成

渝、滇中、黔中城市群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平均值分别为 0.21、0.08、0.15、0.11、0.07，生活性服务业

的发展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长三角、成渝、滇中、长江中游和黔中城市群，可见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之间的

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其中，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促进中部崛起和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战略支撑，其生活性服务业的整体水平亟需提高。(3)城市群内部生活性服务业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

从变异系数和 Theil 指数来看，各城市群内部差异由大到小依次为成渝、长江中游、长三角、滇中、黔中

城市群;在城市群形成过程中，成渝城市群内部存在同质竞争严重、交通联结不畅、规模缺乏梯度等问题，

城市间的协调发展程度较差，加之重庆和成都的城市首位度过高，对周边区域的虹吸效应强于辐射效应，

形成了“双核独大”的城市体系，使得城市群内部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因此成渝城市群生活性服务业发展

的内部差异最大;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形成了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南

昌都市圈，并带动了城市群整体实力的提升，但城市群内发展不平衡问题仍较突出，存在人口资金等资源

要素持续向中心城市流动的现象，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内部差异次于成渝城市群;长三角城

市群处于东部沿海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城市群综合实力强，区域经济一体

化水平高，因此其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内部差异较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小;而滇中、黔中城市群处于长江

经济带上游地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均较弱，因此两个城市群生活性服务业发展

的内部差异也最小。

表 3城市群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分布差异

城市群 均值 变异系数 Theil 指数

长三角城市群 0.21 1.00 0.38

长江中游城市群 0.08 1.10 0.39

成渝城市群 0.15 1.56 0.71

滇中城市群 0.11 0.96 0.29

黔中城市群 0.07 0.59 0.13

3.2 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影响因素及空间效应分析

3.2.1 模型选择

在模型估计前，首先对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影响指标进行预处理。利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选取指标

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影响因素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VIF 值均小于 10);通过对居民消费水平、



政府财政支出能力、科技创新水平和公共资产投入能力 4 个指标进行对数变换处理使研究数据更加平稳，

从而减弱模型中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其次，对估计模型进行选择。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表明生活性服务业

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效应，采用普通 OLS 会导致模型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

进行分析;进一步地，利用 LM 和稳健性 LM 检验识别空间关联形式，LM、robustLM 检验统计量均通过了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空间误差项和空间滞后项可能同时存在，倾向于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同时，LR 检

验和 Wald 检验的统计量均在 1%水平显著，表明 SDM 模型不能退化为 SEM 模型或者 SAR 模型，因此选择空

间杜宾模型。

表 4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检验指标 检验方法 统计量 P值

LM 检验
LM-lag 4.464 0.04

LM-error 5.160 0.02

稳健性 LM 检验
robustLM-lag 19.453 0.00

robust-LM-error 20.149 0.00

LR 检验
LR-lag 12.71 0.00

LR-error 10.51 0.00

Wald 检验
Wald-lag 7.66 0.00

Wald-error 14.55 0.00

3.2.2 影响因素分析

空间杜宾模型(SDM)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所示，可以发现，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ρ为正

(0.245)，并通过了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城市生活性服务业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

城市自身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其邻域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同时这一分析结果也验证了将空间

交互效应纳入到计量模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基于此，本研究

对影响城市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并将其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如表 6所示。

(1)地区经济发展、城镇化、产业结构和政府财政支出的直接效应系数为正，且均通过了 5%水平的显

著性检验，说明随着地区经济的增长、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以及政府财政支出的提高，

城市自身生活性服务业水平将趋于提升。其中，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通过增强人口空间集聚、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等方面间接增强城市对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从而为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提升提供内生驱动力。

地区经济发展、政府财政支出则通过增加对各项设施的投资力度来改善城市生活性服务业水平。

表 5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 解释变量 系数

GDP
0.033

(4.26)
W×GDP

-0.022
*

(-1.70)

URBAN
0.273

(2.31)
W×URBAN

-0.147

(-0.68)

INC
-0.007

(-0.32)
W×INC

0.029

(1.01)



CON
-0.008

(-0.39)
W×CON

0.069
**

(2.04)

STRU
0.398**

(4.19)
WW×STRU

-0.650
***

(-3.65)

EXP
0.126

***

(5.97)
W×EXP

-0.041

(-0.90)

INOV
0.007

(0.70)
W×INOV

-0.016

(-0.89)

GOV
-0.024

(-1.07)
W×GOV

-0.078
**

(-2.03)

P
0.245

**

λ
0.318

***

(2.12) (2.78)

Observations 130 R-squared 0.8404

注：Robustt-s tatistics in parentheses.***<0.01，**<0.05，*p<0.1.

表 6 生活性服务业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分解

解释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GDP
0.032

***
-0.017 0.015

(4.37) (-1.18) (1.22)

URBAN
0.269

**
-0.105 0.164

(2.22) (-0.38) (0.51)

INC
-0.005 0.034 0.030

(-0.22) (1.03) (1.09)

CON
-0.005 0.086

**
0.080

**

(-0.26) (2.12) (2.23)

STRU
0.367

***
-0.700

***
-0.333

(3.91) (-3.04) (-1.34)

EXP
0.126

***
-0.014 0.111

*

(5.81) (-0.25) (1.69)

INOV
0.006 -0.017 -0.011

(0.62) (-0.76) (-0.47)

GOV
-0.028 -0.18

**
-0.136

**

(-1.27) (-2.20) (-2.41)

注：Robustt-s tatistics in parentheses.***<0.01，**<0.05，*p<0.1.

2)居民消费的间接效应系数为正，且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本地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会对邻域城

市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产生正向溢出效应。究其原因，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会增加其对休闲娱乐活动尤其

是跨地性旅游消费活动的支出比例，增强了对邻近地区交通、住宿、餐饮等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从而对

邻域城市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对城市自身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3)产业结构和政府行政能力的间接效应系数为负，且均通过了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城市自身

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行政能力的提升会对邻域城市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其中，产业结构水

平的提升会吸引周边人口尤其是高素质人才和高技能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自身集聚，直接降低邻近城市对生



活性服务业的需求;同时，伴随着城市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体系的调整，城市倾向于将其资源密集型

产业和能源依赖型企业就近转移给邻近城市，造成邻域地区能源资源浪费、生态环境质量下降，间接抑制

了周边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而政府行政管控能力过强，会导致教育、医疗、交通等服务设施供给的

市场化程度偏低，阻碍市场资源要素在城市间的流动，不利于邻近地区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提升。

(4)创新水平的直接效应系数为正，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系数为负，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居民收入的间接效应系数为正，地区经济发展、城镇化、政府财政支出和创新水平的间接效应系数为负，

也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本研究分析了长江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与以往就单个城市分析生活性服务业的

研究相比
［18，19，22］

，本文从宏观视角(市域、城市群和经济带尺度)揭示了我国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空间格局

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推动我国区域均衡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意义。从空间

分布特征来看，长江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呈现“东高西低”的地带性特征，这主要是由于人口和经济的空

间分布不均所导致。从空间关联特征分析，长江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整体呈现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

而局部则表现出“高者恒高、低者恒低”的空间集聚特征。究其原因，随着城市能级的提升，生活性服务

业尤其是健康养老、休闲娱乐类的中高端服务业的服务半径不断扩展，其空间溢出效应亦愈加显现;另一方

面，由于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提高会改善城市人居生活环境和人民生活质量，不断吸引人口和资金等资源

要素由生活性服务业水平较低的地区流向水平较高的地区，使得影响城市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因素也不断

向服务业水平高的城市集聚，进而导致局部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马太效应”愈加强烈。从影响因素来讲，

地区经济、产业、政府投资等仍是带动城市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但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因素在促进区域生活性服务业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断凸显，成为影响城市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

关键因素。

本文以 POI 大数据为数据源，选择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区域，从市域尺度考察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空

间分布，并将空间溢出效应纳入到研究中，对于提升生活性服务业水平、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及制定相关

优化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仅利用 2017 年截面数据分析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不能

有效刻画其时间动态性，未来研究中应进一步使用面板数据对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时空演化和空间效应进

行分析。此外，由于省域单元的研究尺度较大及县域单元数据获取困难，本文仅从市域单元对生活性服务

业发展的空间格局特征进行分析，这使得研究结论的实践指导在省域和县域尺度的适用性有所降低。未来

的研究中将进一步分析省域和县域尺度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并深入探讨不同尺度下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时

空演化和形成机制的内在差异，以便获取更具针对性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4.2 结论

本文采集长江经济带 130 个城市的 POI 数据，利用熵值法、Theil 指数、变异系数和 ESDA 等方法测度

并分析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从空间效应视角探讨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

驱动因素，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从空间布局来看，长江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具有明显的“东高西低”的

地带性特征;各等级城市数量的分布呈“金字塔”型，即高水平生活性服务业的城市数量少，而低水平的城



市数量多;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上、中、下游地区内部差异由大到小依次为下游、中

游和上游。

(2)从空间关联特征分析，长江经济带生活性服务业全局空间自相关特征显著，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

应，对缩小地区间生活性服务业水平差异、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生活性服务业的局部

空间关联特征也较为明显，包括 H－H 集聚、H－L 集聚、L－H集聚和 L－L 集聚四种类型，其中 H－H 和 L

－L 的集聚特征明显，该类型城市数量多，而 H－L 和 L－H类型城市数量少，局部空间特征表现为“高者

恒高、低者恒低”。

(3)由城市群分布差异来看，城市群地区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相较非城市群地区优势明显;城市群间的

生活性服务业水平具有明显差异，平均水平由大到小依次为长三角、成渝、滇中、长江中游和黔中城市群;

城市群内部生活性服务业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内部差异由强到弱依次为成渝、长江中游、长三角、滇中

和黔中城市群。

(4)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城镇化、产业结构和政府财政支出是促进本地城市

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居民消费对邻域城市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产业结构和政

府行政能力对邻域城市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产生负向溢出效应。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结合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短板和问题，本文提出如下政策

建议。

第一，积极实行城市更新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提质增效。未来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应围绕餐饮住

宿设施、教育医疗设施、商业服务设施、交通出行设施、休闲娱乐设施等生活性服务设施，积极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和人民生活质量，吸引人口等资源要素向城市尤其是发展不充分的地区

流入，进而激活城市消费市场活力，增加对高质量、高水平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倒逼城市服务设施和综

合环境的改善，最终达到供给和需求的良性循环，实现城市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稳固提升。同时，生活性

服务业水平的区域差异要求因地制宜地制定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政策方针。对于下游先发

地区，要加快健康养老、文体娱乐等中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推动生活性服务效率和品质的提升。上游和中

游地区应继续加强基础性服务业供给，扩大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各类服务供给，以实现生活性服务业整体水

平的提高。

第二，推进生活性服务市场化改革，畅通各项资源要素流动。在传统模式下，教育、医疗、养老、交

通等服务设施的投入、实施、管理和后期经营全过程均有政府统揽实施，影响服务供给效率、阻碍生活性

服务业的发展。因此，要积极在教育、医疗等传统服务领域引入企业资金等民间资本，充分调动社会资本

在生活性服务业中的参与积极性，并通过这种民间资本参与竞争的供给模式，提高服务供给效率，达到提

升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目标。同时，生活性服务业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决定了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要“多

城联动”，为此要坚决破除妨碍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壁垒，强化城市间各项资源要素的联系，从

交通、产业、市场等方面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进而加强区域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空间联动效应，提高生

活性服务的均等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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